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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移动终端与数字技术的发展，出版数

字化进程成为出版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议题。2020 年 9

月，中国数字出版创新论坛在北京举行，期间进一步强

调了数字出版对传统出版行业的新赋能。数字经济与出

版产业融合发展所构成的“新型出版业态”，成为出版

行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主题，而如何切实将科技与传

统进行融合与应用，则成为出版业亟待分析的问题。目

前已有的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大数据与数字技术对出版

行业的重塑，反而忽略了其中一以贯之的人文属性。师

曾志在《现代出版学》中提出，“出版对社会的发展具

有导向作用，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1] 由此可见，

即使数字出版成为行业的新命题，“人的角色”与其中

所蕴含的文化关怀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数

字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出版业的人文关怀不仅仅没有

失去其原有的光彩，反而更加彰显出其温润的色泽。因此，

本文尝试对大数据时代的出版文化进行分析，在这一背

景下方能更深刻地理解编辑作为“人”的角色的重要作用，

并且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探析编辑在出版数字化进程

中的角色转型。

1. 数据核心：传统出版业的数字化转型

从较为权威的共识来看，美国科技咨询公司 Gartner

在 2001 年将大数据的主要特征概括为 3V，强调高速度 

（Velocity） 涌现的大量 （Volume） 的多样化 （Variety） 

数据；2012 年，其进一步提出具有 3V 特征的大数据，

尤其“需要新的处理方式，以达到更好的决策、洞察力

及最优处理”，这恰恰强调了大数据为人所用的关键一面。

从出版业的角度来看，有学者将大数据出版定义为“在

传统出版的数字化升级推进中，通过网络化发展，创新

运用、分析、挖掘、预测、分享海量数据，以数据为资产，

实现出版资源优化整合和出版流程再造，形成线上线下

的整合新型出版模式。”[2] 在这一模式中，海量的“数据”

成为出版活动的核心，承担起出版活动的指导角色，强

调出版从“感性化”转向“科学化”“结构化”，[3] 借

助数字化阅读的普及发挥作用。

出版数字化浪潮席卷而来，根据《2019 年度中国数

字阅读白皮书》与第十七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中国数

字阅读用户总量达到 4.7 亿，2019 年我国成年国民数字

化阅读方式（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

Pad 阅读等）的接触率为 79.3%，客观上为出版的大数据

挖掘及进一步整合提供了基础。数字信息技术的进步带

来巨大的蝴蝶振翅效应，使得传统出版业的出版流程、

出版方式都产生了重大的变革：编辑与出版社在出版活

动中的核心地位被淡化，海量数据似乎已然可以用最“科

学”的方式，对读者群体、市场营销策略等多方面进行

精准分析，进而指导出版活动。跨系统的媒介平台以“媒

介融合”的方式，使得出版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大出

版”的生态模式。举例而言，舍恩伯格在《大数据时代

——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提到，亚马逊曾经雇

佣一批书评家撰写书评，对出版物进行判断与分类，以

达到向读者荐书的目的。然而，从营销效果来看，这些

专业学者对出版物的判断，远远比不上通过算法对用户

社交网络进行分析进而得出的结果——大数据能够精准

地从用户的日常网络活动中描摹出其形象，并以此为依

据，提供个性化的书单推送，进而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购

买活动，“一切皆可量化”。[4] 显然，这类大数据的应用，

无疑对整个出版产业链进行了重塑。例如，在选题策划

方面，大数据能够在多方面为市场调查活动提供科学指

引，包括作者信息、市场分析、读者群分析、相关同类

选题分析等，其效率远高于传统的市场调查模式。另一

方面，大数据亦可以覆盖与追踪整个出版业务的运行状

态，包括读者的消费信息，反馈以及相关的行为数据等，

这是传统出版业务流程所无法企及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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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当“数据”的重要性愈发彰显，“理性”与

“科学”似乎愈发能够主宰出版业务的诸多方面，我们

在看到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令人欢欣鼓舞的进步的同时，

亦更加需要注重其中人文维度的一面，否则就会误入“技

术决定论”的窠臼。埃里希·弗洛姆在其《希望的革命：

走向人道化的技术》中，将这种机械化的、致力于“最

大规模物质生产与消费”的社会比作“危险的幽灵”，[5]

认为“人”才是社会系统中最重要的因素，这就要求数

据核心必须以“人道的技术”作为前提。出版活动具有

文化属性，这就使得社会意识与文化情境的影响贯穿出

版活动的始终，出版物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产品，更是起

到一种“心灵的文化殿堂”的作用，因此，在大数据时代，

出版的文化特征更加需要彰显人文维度的温情关怀。

2. 技术人文论：出版的文化特征

从传统定义来看，出版活动最基本的要素包括编辑、

复制以及发行。因此，出版物以“传播”为主要目的，

其文化角色即主要体现在出版物具有物质产品与文化产

品的双重属性，其自身就是一种信息的存储中介，带有

媒介属性。另一方面，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出版系统本

身就是社会文化系统不可或缺的组成要素之一，有其深

远的影响力所在。传统的出版文化特征一般强调感性意

义上的文化追求与责任担当，而如今的社会背景，以大

数据技术对出版产业链进行重构，传统出版机构纷纷进

行数字化转型为标志，使得出版的文化角色呈现于新的

复合特点。

首先，出版活动应当成为一种拥有“人道化”的底色，

以数字技术为手段的文化活动。恰如弗洛姆对技术理性

的忧虑与批判，如今的出版活动呈现出“数据核心”与

市场导向特征，一方面的确提升了效率，整合多方媒介

平台，更加表现出个性化的特点。但随之而来的，亦有

一些不太和谐的现象：例如“自出版”平台在降低了出

版门槛的同时，有可能因为“把关人”的缺失而不再追

求内容的品质价值，为了迎合下沉的巨大市场不断向下

兼容。一旦商业利益凌驾于文化意义之上，出版活动的

人文内核也就随之被消解。马克思·韦伯对“理性化进程”

的忧虑，正是描述了这种在现代社会进程中，“工具理性”

不断膨胀，而“价值理性”愈发式微的情景。用韦伯的

话来说，如果“人”的意义被消解，被这种铁笼般的工

具理性困住自身的光辉，则人类社会将“专门家没有灵魂，

纵欲者没有肝肠，一切皆无情趣”。[6] 郝振省将出版的

这种“人道化”底色总结为“出版的文化理性”，他强

调出版活动中必须“思想为王”，认为出版业“最终是

靠思想来吸引人的”。[7] 我们暂且抛开出版业究竟以何“为

王”的争论——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出版的底色应当是“人

文关怀”，这种“出版文化理性”至关重要。大数据与

日新月异进步的科技则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手段，可以使

得出版活动以一种更加有效益的、丰富多元的形式展开。

所以，只有当技术本身成为一种“人文的技术”的时候，

我们方能保持出版的文化属性。

第二，在大数据时代，出版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

其所承载的内在思想与外在形态都更为繁复多彩而包罗

万象，呈现出多样性、多层次的综合特征。出版物不再

局限于传统的纸质出版、音像出版等媒介载体，网络出

版与数字出版一方面拥有更为强大与旺盛的表达力，另

一方面也表现出无远弗届的传播力。一方面，媒介所带

来的拟态环境似乎令人忧虑，“真实的”的世界与“技

术构建的”世界呈现出二元对立；另一方面，出版的人

文属性是一种天然的价值负载，出版活动以一种文化符

号的方式，通过多重手段存储、传播信息，并且具有一

定的价值引导作用。以此为背景，出版恰恰成为了联系

技术与文化的桥梁，进一步彰显出人文的重要意义。举

例而言，大数据技术处理中的“噪音”，可能是某种被

边缘化的少数族群的声音表达，海量数据在模型建构与

处理中，如果仅仅以某种粗暴的工具理性的价值作为衡

量，将其当作“噪音”，则会使得这一族群更加陷入沉

默的螺旋，带来数字鸿沟与信息孤岛；然而反之，若能

够捕捉到并且重视这部分少数族群的声音，则客观上能

够进一步体现多元化的价值观的冲突碰撞，并且保留其

中具有精华意义的信息。

第三，出版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对社会文化系统有

深刻的影响力。大数据技术带来出版产业链的重构与整

合，出版活动被赋予了新的文化责任。传统出版业力所

不及的信息整合、检索等功能，依托大数据与数字平台，

以媒介融合的方式，出现了新型的复合出版结构。从内

部结构来看，这一变化是读者、编辑、出版机构、技术

平台等多方面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共同结果，数字阅读

不仅改变了个体阅读的方式，亦同样改变了阅读的文化。

哈罗德·伊尼斯就在《文明的偏向》中提出，我们对某

种文明的了解，事实上依赖于这种文明所用的媒介，长

期使用的媒介可能会决定其所传播的知识的特征。[8] 因此，

我们的传播与文明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偏向性。反过来说，

文化的传承亦无疑受到其载体的影响，例如，新型阅读

方式的出现，使得阅读呈现出一种“社交化”的趋向，

读者通过社交平台分享阅读内容，一方面可能促进了思

维的碰撞，使得人人都可以以一种更扁平化的方式进行

文化交流；另一方面，这种阅读方式也表现出一种快餐

化的、泡沫式的、泛娱乐性质的文化特征。读者个体表

现出的碎片化阅读、超链接式阅读趋向，客观上也可以

看作如今“碎片化”的文化景观的缩影。

从宏观角度来看，我国的出版活动承担着社会主义

精神文化建设的责任，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薪火传承者，

同样亦担负着中华文化之“走出去”的重任。大数据技

术的发展，则为出版活动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与推动力。

出版活动作为数字化文化生产线建设的一项重要组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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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更承担起一种“文化基因库”的责任。

3. 领航者与点灯人：大数据时代的编辑角色       

尽管大数据与技术的发展，使得出版产业发生了诸

多变化，其文化角色亦呈现出新的特征。然而，上文已

经分析过，出版并不是“数据为王”便可以整合一切的

文化活动，其活动的源头与底色依然是“人”。落实到

具体的出版流程中，则更加凸显了编辑角色的重要性。

郝振省认为，“编辑出版人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

理性的酿造者、打造者和建构者”。[9] 在大数据时代，

编辑一方面需要适应自身角色的转型，不能仅局限于传

统的出版工作流程，更需要将宏大视野与人文精神结合

起来，理解、掌握乃至驾驭技术，使海量的数据能够“为

我所用”，只有如此，方能在大数据时代的出版浪潮中，

成为文化的领航者与点灯人。

一方面，从对传统编辑角色的继承来看，编辑自身

仍然具有其“把关人”的职责。出版是一种对信息进行

存储、复制与传播的活动，尽管大数据时代，出版的产

业链与生产模式可能发生转变，但其对内容信息的把关

功能并不应该就此消解。相反，当下的海量数据似乎涵

盖一切，信息技术的发展同时带来噪声，快餐式文化使

得阅读的碎片与泡沫愈发明显，在这样的背景下，编辑

的选择、采集与加工事实上被赋予了举足轻重的意义。

然而，如果编辑仅把自己的角色停留在“把关人”，

则在大数据时代实在显得过于被动了。读者面临一个信

息爆炸的社会，各种数字的、立体的、交互的、跨媒体

的传播方式日新月异而层出不穷，这就要求编辑必须能

够理解与掌握技术所带来的新型特征，不盲从盲信大数

据带来的种种指标，能够辨别与厘清数据的标准，在此

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自身，成为内容的策划者与组织者。

从这一角度来看，编辑作为大数据时代出版活动的领航

者，本身要成为“弄潮儿”，并且要有高屋建瓴的眼光，

既要做到对数字技术有一定的理解，同时也要拥有信息

整合等多方面的复合能力。

另一方面，编辑同时还应当成为文化的“点灯人”。

董桥在《今朝风日好》中怀念书店与纸质书籍的温暖

气息，说“书店再小还是书店，是网络时代一座风雨

长亭，凝望疲敝的人文古道，难舍劫后的万卷斜阳。”[10]

其所道出的，是技术进步与出版的数字化转型的时代

背景，给心理上念旧的人带来的一种文化上的冲击。

事实上，不论哪种生产模式，出版都担负着文化的传

承，编辑必须能够担当起文化的策划者、保存者的角

色，一方面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同时能够代表社会

进行文化选择；另一方面，编辑还需要成为多元文化

的提倡者，在复杂多变的社会声音中做出协调与平衡，

用一种温暖的、充满人性化光辉的方式，发出光亮以

指引文化的前进方向。

结语

大数据无疑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科技

在带来了种种效益的同时，亦不可避免地削弱了人文的

价值。文化属性是出版的重要属性。大数据时代，“人”

的意义对出版来说尤为彰显。出版是文化的载体，承担

着社会主义精神文化建设的责任，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薪

火传承者；而编辑，更是这一时代出版活动的领航者与

点灯人。如今，技术发展日新月异，而文化的发展是否

跟上了节拍，如何进一步将出版社的转型探索与编辑的

角色重塑落到实处，以更好地契合目前的社会需要，仍

是当下我们需要不断探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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